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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律可循的。 作者观察

的 １２ 个经济体中， 人口年轻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在 ６％ 左右， 其中，
中国大陆为 ６􀆰 ３％ 。 人口年轻化助推了经济增长， 但和资本积累、 技术进步

的贡献相比很小。 国际经验表明， 应对人口年龄结构转变， 依靠代际再分配

会产生较大的经济负影响， 而减小再分配力度， 依赖市场机制调整劳动报酬

水平， 能够提高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 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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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为什么一些国家可以从贫到富， 而另一些国家一直贫穷？ 经济持续增长问题一直

为人们所关心。 从古典经济理论到新经济理论， 劳动分工、 要素积累、 人力资本、 技

术进步一直是经济学古老而又时髦的话题。 其中， 人口因素在斯密的分工论、 马尔萨

斯的陷阱论和索洛的稳态增长论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战后， 全球人口呈现年轻化

趋势， 尤其是东亚的人口抚养比快速下降， 充足的劳动供给和高储蓄率显著地促进了

东亚经济起飞。 因此， 在诸多经济增长因素中， 人口因素在最近二十年的宏观经济研

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些研究将人口结构的变化作为直接影响国民储蓄和资本积累的因素， 进而影响

经济增长 （Ｈｏｒｉｏｋａ， １９９１； 李魁， ２０１０）。 Ｌｅｆｆ （１９６９） 利用 １９６４ 年 ７４ 个国家截面

资料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总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率均有显著影响。
Ｌｉｎｄｈ （１９９９） 对 ＯＥＣＤ 国家的研究也得到同样结论。 Ｍａｓｏｎ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３）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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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是东亚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重要原因之

一， 广义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日本、 中国台湾、 韩国、 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

的贡献在 １０％左右 （Ｂｌｏｏｍ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１９９７）。 Ｃａｉ 和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２） 认为人口年

轻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达到了 ７％ 。
这些研究将广义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作为能够增加国民储蓄和劳动投入的因素进

行考虑， 实际上是建立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上： 除非技术进步很快， 人均资本存

量的增加会遇到边际报酬递减， 依靠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人口年轻化带来

了额外的劳动力， 在一定阶段延缓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 延续了要素积累的强度， 使

得人口年轻化的经济体在人口规模相同的情况下增长速度更快。
如果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主要是依靠资本要素积累， 这样的结论很容易被认同，

因为从增长核算来看， 东亚的要素积累速度非常快，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确很大， 即

便加入人口因素， 人口抚养比下降、 人口年轻化的影响也很容易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下

得到解释。 如图 １ 所示， 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抚养比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开始下

降， 而经济则持续增长； 而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上升， 经济也

恰好开始停滞。 经济周期与人口结构转变周期的契合， 使得人口因素似乎成为了东亚

类型的经济增长源泉中不可不说的题目。
如果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不仅依靠要素积累， 全要素生产率也是显著提高的， 这样

的结论也很容易被认同。 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二元经济向新古

典经济的转型及由此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 通

过农村劳动力的释放， 将劳动剩余用于资本积累，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资本边际报

酬下降， 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到非农业部门的重新配置， 是全要

素生产率的重要来源 （胡永泰， １９９８； 涂正革、 肖耿， ２００５； 张军等， ２００９）。
由此可见， 包括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在内的诸多因素都影响了经济增长， 而评价这

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 需要一个包含这些因素的统一研究框架。 本文

建立一个包含人口结构转变因素的生产函数模型， 将包括东亚在内的多个经济体的人

口因素贡献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呈现出来， 为探究经济增长源泉提供经验证据。 文章

的第二部分， 描述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第三部分对这一机制从

人口抚养比和资本生产率、 人口抚养比和劳动生产率两个角度提供经验证据； 第四部

分对本文所观察的 １２ 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来源进行分析， 主要关注人口年龄结构转

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启示。

二、 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人口抚养比

下降， 有利于国民经济保持较高的储蓄率， 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条件。 第二， 劳动年龄

人口持续增长， 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成本优势。 第三， 二元经济结构时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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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东亚经济体的抚养比 （１９６０ 年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来源： 中国大陆、 日本、 韩国数据来自各国统计局和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中国台湾数据来

自历年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Ｂｏｏｋ》。

积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出来， 创造了劳动重新配置效率， 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

来源。 第四， 其他因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影响， 比如， 年轻人更具有创造性， 从而推

动技术进步。 总体来看， 人口抚养比影响经济增长， 既体现在资本要素， 也体现在劳

动要素， 还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
理解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 最重要的是理解人口抚养比下降对资本边际报酬递减

的延缓作用。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 由于资本的积累速度远远高于劳动力增加的速

度， 所以劳动力是被假设为稀缺的， 物质资本的不断投入也因此将会遇到报酬递减现

象， 使得依靠资本要素不断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持续。 经济持续增长是看得见的

要素以外的源泉提供的， 即不断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６）。
二元结构经济体提供了至少两个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 在某些经济阶段能够延缓

资本边际报酬下降。 一个是劳动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经济增长， 另一个是人口年龄结

构转变带来的经济增长。 这两种作用保证资本能够雇佣到足够的劳动， 促进经济增

长。 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 高储蓄率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保持

了投资和劳动 “配套” 的投入， 带动经济持续增长。 东亚经济曾经有着劳动力无限

供给的二元结构特征， 在很长时期中避免了资本报酬递减的困扰， 从而为 “东亚奇

迹” 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之前是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但是， 随着人口老龄化， 人口

转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正转负。 由于新增劳动力减少， 资本劳动比率提高， 资本

边际报酬不可避免地将更加容易下降。 国家也不得不拿出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消费和

养育， 而不是储蓄和投资。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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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描述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ＣＤ 生产函数） 中引入抚养比。

Ｙ ＝ ＡＫα（ＬＨ） １－α （１）

其中 Ｙ 是产出， Ｋ 是资本存量， Ｌ 是就业人数， Ｈ 是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 Ｌ

可表示为抚养比的函数 Ｌ ＝ ＰＯＰ × ＥＰ
１ ＋ ＤＲ ， 式中 ＰＯＰ 是人口数量， ＤＲ 是抚养比， ＥＰ 是

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的乘积。 式 （１） 可变形为：

Ｙ ＝ ＡＫα（ＰＯＰ × Ｈ） １－α １
１ ＋ ＤＲ( )

１－α
ＥＰ１－α （２）

理解人口因素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 是理解抚养比的下降如何克服资本报酬

递减规律。 建立经济增长函数， 可以观察人口年龄结构转变通过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

两种机制共同作用， 克服资本边际报酬递减， 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由式 （２） 可将资

本边际报酬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ＰＫ） 表示为：

ＭＰＫ ＝ Ａα Ｋ（１ ＋ ＤＲ）
ＰＯＰ × Ｈ[ ]

α－１
（３）

由式 （３） 可以发现， 随着资本的积累， 资本边际报酬趋于递减， 而人口增加、
教育水平的提高、 抚养比的下降都有助于劳动供给的增加和资本边际报酬的提高。 当

资本产出弹性、 资本存量、 人口和教育程度不变时， 抚养比的下降将给资本边际报酬

带来一个提高过程， 即抚养比对资本边际报酬的作用是递增的。 因此， 在物质资本存

量、 人力资本存量相同的条件下， 不同经济体由于有着不同的抚养比变化水平， 其经

济增长速度也就各不相同。

将劳均物质资本存量 ｋ ＝ Ｋ
Ｌ ＝ Ｋ × ＰＯＰ × ＥＰ

１ ＋ ＤＲ 引入式 （２） 得到：

Ｙ ＝ Ａｋα １
１ ＋ ＤＲ( )

α
Ｈ１－α １

１ ＋ ＤＲ( )
１－α

× ＰＯＰ × ＥＰ （４）

其中， １
１ ＋ ＤＲ

æ

è
ç

ö

ø
÷

α

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通过资本要素对产出的影响， １
１ ＋ ＤＲ

æ

è
ç

ö

ø
÷

１ － α

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通过劳动要素对产出的影响。 文章第四部分使用式 （４） 分析各

经济体的人口因素贡献。 通过式 （４） 来估计各要素对产出的贡献， 需要计算各要素

对产出的弹性。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提下， 式 （２） 可转换为：

Ｙ
ＬＨ ＝ Ａ Ｋ（１ ＋ ＤＲ）

ＰＯＰ × Ｈ × ＥＰ[ ]
α

（５）

由式 （５） 可以估计出物质资本存量 Ｋ、 劳动 Ｌ 和教育 Ｈ 的产出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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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验证据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证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分别是资本平均

生产率和雇员工薪水平。 资本平均生产率代表了市场对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反应， 雇

员工薪水平同时代表了市场和政策对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反应。
首先是资本平均生产率和人口抚养比的关系。 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人口抚养比下降对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克服作用和人口抚养比上升对资本

边际报酬递减的推动作用。 由式 （３） 可知， 资本平均生产率和人口抚养比为反向关

系。 假设两个经济体拥有同样的物质资本存量、 资本要素报酬份额、 国民教育水平、
技术进步速度和人口规模， 人口抚养比下降的经济体， 会得到更高的资本边际报酬和

更高的稳态经济增长率。 二元经济体的资本生产率也因此会维持较长时期不下降。 图

２ 列示了 １９６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个经济体资本平均生产率和人口抚养比的关系。 可以看

出， 人口抚养比上升的时期， 往往伴随着资本生产率的下降； 人口抚养比下降的时

期， 往往伴随着较为稳定甚至有所提高的资本平均生产率。 这在日本、 韩国和中国台

湾尤为明显， 日本在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后， 人口抚养比经历了两次升降周期， 资本

生产率与之呈现明显的反向关系； 韩国和中国台湾资本平均生产率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初快速下降， 这被认为是其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
中国大陆也是如此， 市场化是人口年轻化得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前提。 中国大陆

资本生产率从 １９７８ 年开始稳步提升，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达到最高。 由于二元经

济结构阻碍要素流动， 导致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人口因素作用有限。 随着农民工进城， 人

口因素得以再次发挥， 这把农业转移人口带给城镇资本， 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和资本快速积累， 资本生产率开始下降。 总体来看， 在

人口抚养比下降期间， 资本生产率保持了较高水平， 这是人口抚养比下降对资本边际

报酬递减的克服作用的体现。 在 ２０１０ 年人口抚养比转为上升之后， 与其他国家和地

区一样， 中国大陆也进入了人口抚养比和资本生产率负向关系的时期， 即人口负债的

时期。
其次是雇员工薪水平和人口抚养比的关系。 人口抚养比提高会减少劳动年龄人口

的比重， 减少劳动供给， 并推动居民家庭的养老育儿消费， 从而给全社会工薪上涨带

来压力。 工薪上涨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国民经济积累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 图 ３ 以雇员

平均工薪对人均 ＧＤＰ 的比率来表示国民经济积累消费比率变化的一个方面， 观察其

与人口抚养比的关系。 雇员平均工薪是指雇员报酬总额除以雇员人数。 雇员报酬总额

是雇员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 包括工资、 薪水、 雇主贡献和雇员贡献。 与

个体经济和农户经济的混合分配不同， 公司化经济部门有着明确的劳动雇佣关系， 雇

员劳动报酬份额与企业资本报酬份额在国民收入中此消彼长， 有着明确的分配含义，
是市场面对人口结构变化做出的第一反应。 图 ３ 表明， 随着人口抚养比上升， 很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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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资本平均生产率和人口抚养比 （１９６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注： （１） 数据来源于对应国家和地区的统计局以及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２） 这里使用资本平均生产率

而不是资本边际生产率， 是为了避免资本产出弹性的讨论。 边际生产率可由平均生产率乘以产出弹性得到， 宏

观经济分析中常使用要素报酬份额代替产出弹性， 但要素报酬份额时常变化， 这使得边际生产率更具有收入分

配意义。 相对而言， 使用平均生产率具有经济效率意义， 也更符合本文意图。

济体雇员平均工薪提高了。 雇员工薪水平与人口抚养比所呈现的正向关系， 是国民经

济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自发反应。
市场自发调整工薪水平不是社会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唯一方式， 再分配也是调

节积累消费比率的方式之一。 因此图 ３ 中一些经济体在某一时期会出现工薪水平和

人口抚养比的非正向关系。 这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再分配力度， 二是社会

保障模式。 再分配力度较大、 社会保障模式偏向公平 （贝弗里奇式） 而不是效率

（俾斯麦式） 的经济体， 其雇员工薪水平和人口抚养比的关系并不明确， 反之， 则

呈现正向关系。 例如， 法国和德国 （１９８６ 年之后） 再分配所降低的基尼点达到了

０􀆰 ２， 日本 （１９９０ 年之后） ６５ 岁以上人群再分配所降低的基尼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０􀆰 ３。 再分配力度很大的情况下， 抚养比上升之后， 雇员工薪水平并未相应提高，
社会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主要依靠代际再分配调节， 即通过财税手段将一部分年轻人

收入分配给老年人。 而加拿大、 德国 （１９８６ 年之前）、 日本 （１９９０ 年之前）、 韩

国、 英国、 美国和中国台湾， 再分配基尼系数降低了不超过 ０􀆰 １ 个基尼点， 再分配

力度较小， 社会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主要依靠初次分配调节， 雇员工薪水平就与人口

抚养比呈现正向关系。 图 ３ 实际上也表示出了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时， 初次分配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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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雇员平均工薪与人均 ＧＤＰ 的比率和人口抚养比 （１９６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分配的替代关系。
中国大陆雇员平均工薪对人均 ＧＤＰ 的比率在改革后先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在

１９９５ 年达到最低点后开始回升， ２００２ 年达到高点后又再次下降。 １９９５ 年前正处改革

初期， 市场机制尚未形成， 价格双轨制以及国有企业享受的预算软约束使得分配过多

向劳动倾斜， 高工资严重侵蚀利润， 从而造成企业经营困难， 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

衡。 这实际上也是后来为什么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因。 国企改革推高了国企职工

的工资水平。 但到 ２００２ 年， 随着改革的推进， 非国有经济就业已经占雇员就业的

７４％ ， 加上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对工资的压低作用， 雇员工资向合理水平回归。 １９７８
年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大陆的工资和人口抚养比总体上按照同方向变化的路径波动前进，
这体现了中国大陆再分配体系尚不完善， 主要依靠初次分配调节的特点， 也体现了转

轨经济的特点。

四、 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因素贡献

使用 ＣＤ 生产函数评价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需要计算各经济体资本要素

和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 产出弹性通常有两种方式得到， 一是通过核算方法，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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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 生产函数要素替代弹性为 １ 的假设， 则要素产出弹性等于要素报酬份额； 另一种

是通过计量方法来估计， 即对 ＣＤ 生产函数取对数， 回归得到的系数就是要素产出弹

性。 表 １ 列示了核算方法得到的观察期内平均的劳动报酬份额。 本文参考核算方法的

结果， 劳动要素产出弹性取固定值， 印度为 ０􀆰 ３， 巴西为 ０􀆰 ３５， 中国大陆为 ０􀆰 ４， 日

本、 韩国、 中国台湾、 俄罗斯为 ０􀆰 ５，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英国、 美国为 ０􀆰 ６。

表 １　 劳动报酬份额

巴西 加拿大 中国大陆 法国

劳动报酬份额 ３５􀆰 ６ ５６􀆰 ３ ４９􀆰 ０ ５９􀆰 ３

观察期 １９９５ 年 ～ ２００９ 年 １９７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７８ 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７１ 年 ～ ２０１１ 年

德国 印度 日本 韩国

劳动报酬份额 ６０􀆰 ５ ２８􀆰 ８ ５１􀆰 ８ ４６􀆰 １

观察期 １９７１ 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９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７１ 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７１ 年 ～ ２０１１ 年

俄罗斯 英国 美国 中国台湾

劳动报酬份额 ４６􀆰 ０ ６１􀆰 ６ ６２􀆰 ０ ４８􀆰 ２

观察期 １９８９ 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７１ 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７１ 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８４ 年 ～ ２０１２ 年

　 　

测算人口因素贡献需要用到 ＧＤＰ、 人口数量、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抚养比、 就

业数量、 物质资本存量、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的指标。 各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对

应国家和地区的统计局以及世界银行提供的 ＷＤＩ 数据库。 物质资本存量使用永续盘

存法计算得到， 资本折旧率取各经济体经济增长率的 １０ 年移动平均值。 不使用某个

固定值折旧率， 是因为经济增长率较高的经济体， 通常折旧率也较高。 不使用投资增

长率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 是因为考虑到除了投资之外， 技术进步也是加速折

旧的原因之一。 基期资本存量取各经济体不变价基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 ２０ 倍。 由

于这种方法得到的基期资本存量有偏误， 因此本文参考 Ｈａｌｌ 和 Ｊｏｎｅｓ （１９９９） 的方法

计算了以基期后 １０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调整的初始资本存量， 将俄罗斯的初始资本存

量调整为基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 ５０ 倍， 中国台湾为 １０ 倍。 当年投资使用不变价的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 韩国统计局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和 ＷＤＩ 数据有较大不同，
本文采用韩国统计局数据。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按照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计算

得到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数。 ＷＤＩ 数据库提供了劳动力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和高

等教育的比重， 本文按照初等教育 ９ 年、 中等教育 １２ 年、 高等教育 １６ 年和未接受教

育 １ 年来计算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 由于需要评价二元经济结构破除的贡献， 日

本、 韩国、 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就业数量为不包括农户的就业数量。
利用公式 （４） 计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经济增长的首

要贡献是资本积累， 然后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人口、 劳动的增加， 教育水平的提

高。 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提高带来的劳动力市场改善在东亚经济中尤为明显。 人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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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作用也是明显的， 尤其是人口抚养比大幅度变动的巴西、 加拿大、 韩国和中国台

湾。 俄罗斯由于经济停滞， 其资本积累的作用较小， 凸显出其他因素的作用较大。 市

场经济是人口因素得以发挥的前提， 因此尽管中国大陆在 １９６０ 年 ～ １９７８ 年间， 人口

抚养比下降迅速， 但人口因素贡献几乎为零， 劳动力市场的贡献则为负数。

表 ２　 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因素贡献

单位： ％

资本
劳动

人口 劳动力市场
教育

人口年龄

结构转变

全要素

生产率
观察期

巴西 ３９ １９ １６ ３􀆰 １ ２１ １４􀆰 ２ ７ １９７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加拿大 ３８ ３２ ２３ ８􀆰 ５ １３ ９􀆰 ３ ８ １９６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大陆 ５９ １６ ７ ９􀆰 １ ６ ６􀆰 ３ １３ １９６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法国 ５６ １０ １４ － ３􀆰 ９ １７ ２􀆰 ３ １５ １９６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德国 ４１ １３ ３ ９􀆰 ８ ２４ ４􀆰 ７ １７ １９７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印度 ５９ １２ １２ ０􀆰 ０ ９ ５􀆰 ４ １５ １９６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日本 ６４ １７ ８ ８􀆰 ８ ４ － １􀆰 ３ １７ １９６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韩国 ４２ ２４ １０ １３􀆰 ６ ９ ７􀆰 ９ １７ １９６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俄罗斯 ２８ － ４ － ９ ４􀆰 ８ ３９ ３４􀆰 ９ ２ １９９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

英国 ４５ １０ ８ ２􀆰 ０ ２３ ４􀆰 １ １７ １９７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美国 ３９ ２４ ２１ ２􀆰 ８ １５ ６􀆰 ６ １５ １９６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台湾 ４６ １８ １０ ８􀆰 ２ １２ ８􀆰 ７ １５ １９６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由于一些经济体在观察期内出现过多次人口年龄结构转变， 因此需要分阶段分

析。 表 ３ 列示了以人口抚养比升降为划分依据的观察期内， 人口相关因素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 在人口抚养比下降的阶段， 市场机制完善的国家都可以借助人口因素促进经

济增长。 如果人口抚养比在短期内迅速下降， 那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会非常明显。
例如德国、 英国和美国， 战后出生的人口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都进入了劳动年龄， 人口

因素贡献较大。 但是反过来， 如果人口抚养比在短期内迅速提高， 那么也会拖累经济

增长。 表 ３ 中， 各国人口抚养比提高的时期， 经济增长率往往低于人口抚养比降低的

时期。 总体来看， 除经济危机等特殊时期，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多在 ７％左

右， 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也大多不超过 ７％ 。
日本、 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 都享有了人口年轻化的贡献。 尽管

日本的经济大周期与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基本一致， 但并不能认为人口年轻化消失是日

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因为， 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抚养比至今仍在下降， 人口年

轻化仍在持续， 但经济增长速度早已放缓。 总体来看，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人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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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超过 ９％ ， 但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远远超过了 ９％ 。 中国大

陆在 １９７８ 年 ～ ２０１０ 年间， 二元结构渐趋破除， 人口因素得以发挥作用。 中国大陆的

人口抚养比从 ７２􀆰 ９％下降到了 ３４􀆰 ２％ ，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 ７􀆰 ５％ ， 加上

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为经济增长贡献了 １３􀆰 ７％ ， 经济增长中至少有 ２１􀆰 ２％来自破除二

元经济结构的改革红利和人口因素。 综合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发展历

程， 即使人口因素对东亚经济奇迹的贡献尽管不是决定性的， 但加上二元经济结构破

除所提高的经济效率， 二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达到 ２０％左右。

表 ３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观察期
人口

抚养比

经济增长

率（％ ）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人口
劳动力

市场

人口年龄

结构转变
教育

加拿大

１９６０ 年 ～ １９８５ 年 下降 ４􀆰 ２ ２１􀆰 ２ ６􀆰 ７ ５􀆰 ３ １４􀆰 ４

１９８５ 年 ～ １９９５ 年 上升 ２􀆰 ５ ３２􀆰 ５ ９􀆰 ６ － １􀆰 ８ ２５􀆰 ３

１９９５ 年 ～ ２００８ 年 下降 ３􀆰 ０ １９􀆰 ６ １５􀆰 ０ ２􀆰 ５ ２􀆰 ５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１２ 年 上升 １􀆰 １ ６０􀆰 ５ － １２􀆰 ８ － ８􀆰 １ ８􀆰 ２

中国

大陆

１９６０ 年 ～ １９７８ 年 下降 ５􀆰 ２ １７􀆰 ６ － ８􀆰 ５ ３􀆰 １ ７􀆰 ２

１９７８ 年 ～ ２０１０ 年 下降 １０􀆰 ０ ４􀆰 ３ １３􀆰 ７ ７􀆰 ５ ５􀆰 ２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上升 ９􀆰 ２ ２􀆰 ３ １０􀆰 １ － １􀆰 ４ ２０􀆰 ５

法国
１９６０ 年 ～ １９８７ 年 下降 ３􀆰 ９ １２􀆰 ０ － １２􀆰 ８ ６􀆰 ２ １５􀆰 ７

１９８７ 年 ～ ２０１２ 年 上升 １􀆰 ８ １８􀆰 ２ １７􀆰 ５ － ６􀆰 ８ １９􀆰 ５

德国
１９７０ 年 ～ １９８６ 年 下降 ２􀆰 ４ － ０􀆰 ９ ４􀆰 ６ ２６􀆰 ２ ２５􀆰 ５

１９８６ 年 ～ ２０１２ 年 上升 １􀆰 ８ ６􀆰 ７ １４􀆰 ３ － １２􀆰 ９ ２１􀆰 ５

日本

１９６０ 年 ～ １９６９ 年 下降 １０􀆰 ４ ５􀆰 ９ ４􀆰 ７ ７􀆰 ６ ２􀆰 ８

１９６９ 年 ～ １９７９ 年 上升 ４􀆰 ９ １４􀆰 ４ ９􀆰 ５ － ５􀆰 ５ ７􀆰 ２

１９７９ 年 ～ １９９２ 年 下降 ４􀆰 ２ ６􀆰 ６ ９􀆰 ８ ６􀆰 ９ ７􀆰 １

１９９２ 年 ～ ２０１２ 年 上升 ０􀆰 ８ ８􀆰 ２ ２５􀆰 ７ － ６９􀆰 ５ － ７􀆰 ８

英国

１９７０ 年 ～ １９８６ 年 下降 ２􀆰 １ ３􀆰 ２ － ９􀆰 ６ １２􀆰 ９ ２８􀆰 ６

１９８６ 年 ～ １９９６ 年 上升 ２􀆰 ３ ６􀆰 ７ １５􀆰 ７ － ６􀆰 ６ ２１􀆰 ８

１９９６ 年 ～ ２００７ 年 下降 ３􀆰 ２ ７􀆰 ９ ７􀆰 ２ ６􀆰 ２ １３􀆰 ０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１２ 年 上升 － ０􀆰 ４ － １０９􀆰 ７ ５８􀆰 ３ ６７􀆰 ８ － ７３􀆰 ７

美国

１９６０ 年 ～ １９８４ 年 下降 ３􀆰 ６ １８􀆰 ６ ５􀆰 ６ １１􀆰 ７ １６􀆰 ８

１９８４ 年 ～ １９９４ 年 上升 ３􀆰 ４ ２１􀆰 ８ ９􀆰 ０ － ４􀆰 ７ ２０􀆰 ０

１９９４ 年 ～ ２００７ 年 下降 ３􀆰 ０ ２０􀆰 ０ ０􀆰 ５ ６􀆰 ３ ８􀆰 ２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１２ 年 上升 ０􀆰 ６ ８８􀆰 ４ － １１３􀆰 ２ － ２７􀆰 ８ ２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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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这一影响程度， 是由人们长期的生育行为所决定

的。 本文研究发现， 发达国家完成一个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周期 （开始上升到结束下

降） 大约需要 ２５ 年 ～ ３５ 年的时间。 在本文所观察的 １２ 个经济体中， 加拿大完成了

１􀆰 ５ 个周期 （４６ 年）， 法国完成了 １􀆰 ５ 个周期 （３７ 年）， 德国完成了 １ 个周期 （２７
年）， 日本完成了 １ 个周期 （２５ 年）， 俄罗斯完成了 １􀆰 ５ 个周期 （４９ 年）， 英国完成

了 ２ 个周期 （４８ 年）， 美国完成了 １􀆰 ５ 个周期 （４７ 年）。①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一个

周期都没有完成。 在如此之长的周期中， １２ 个经济体人口抚养比年均的上升速度都

没有超过 ０􀆰 ９％ ， 年均的上升速度都没有超过 ２％ ， 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可想而

知了。

五、 结论和启示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普遍的经济现象， 有规律可循。 任何

延缓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发生作用的因素， 都会产生某种红利。 例如， 中国二元经

济能够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 使之与城镇资本相结合， 由此带来了结构红利。 在二元

结构结束之后， 新古典增长方式下， 人口年轻化也能对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产生阻碍作

用， 由此推动了经济增长。 本文观察的 １２ 个经济体， 人口年轻化在人口抚养比下降

的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能够达到 ７％ 。 日本、 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因素贡献

平均约为 ８％ ， 中国大陆为 ６􀆰 ３％ 。 无论是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的日本和中国大陆，
还是人口年轻化还在继续的韩国和中国台湾， 经济增长速度都已经开始下降， 而且下

降程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因素的贡献程度。 如果认为东亚奇迹有什么特别的增长源泉，
那一定不是人口因素。 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不仅在过去， 而且在未来都是经济增长的

主要来源。
人口年龄结构是难以人为改变趋势的长期变量， 各国应对人口结构变化主要采用

两种方式， 一是市场自发的工资调整， 二是通过再分配调整。 在老人和子女各自为

家、 倾向于通过社会养老而不是家庭养老的社会， 往往再分配力度较大， 社会保障偏

向公平而不是效率。 这样的经济体在人口老龄化后， 由于劳动报酬水平难以对社会养

老需求做出反应， 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都难以相应提高。 反之， 社会保障和就业挂

钩， 工资水平更容易调节， 从而偏向效率。 主要依靠初次分配而不是再分配应对人口

结构转变的经济体， 在人口老龄化后会出现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例如 １９８５
年 ～ １９９５ 年间的加拿大、 １９８６ 年 ～ １９９６ 年间的英国和 １９８４ 年 ～ １９９４ 年间的美国，
这与实际工资提高是分不开的。 当然， 被动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做出的工资调整， 会提

高劳动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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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的人口周期数量的计算方法如下： 以一定时间为分子， 人口周期为

分母， 相除得到。 比如， 加拿大的人口周期为 ３０ 年， 那么 ４６ 年完成了 １􀆰 ５ 个人口周期。



对于中国来说， 人口老龄化过程中， 更为持久的经济增长源泉来自于以全要素

生产率提高为前提的资本积累， 具体来说就是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 另外， 从

国际经验来看， 人口老龄化固然会拉低经济稳态增长率， 但只要应对适当， 仍然可

以保持应有的经济增长。 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间取得代际平衡， 完善劳动力市场

机制， 尤其是工资调整机制， 能够提高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 并最大限度地弥补劳

动力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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